转型阶段后发企业的双元技术追赶绩效研究
         ——专利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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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后发企业由追赶向领先转型时，核心技术能力构建成为主要议题。通过对华为公司的实证分析，本文从总体技术能力和核心技术能力两个维度，考察后发企业转型期的技术追赶绩效。研究结果表明：在两大关键电信技术领域内，华为已经基本实现总体技术追赶，但在核心技术上发力较晚，尚未完全达到领先。另外，华为在新兴领域的技术追赶绩效要优于传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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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 of Latecomer Firms in Transition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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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issue is how to build their cor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when latecomer firms are transiting from catching-up to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Huawei Co., Lt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 of latecomers in both overall technological caliber and core technological caliber. Our results shows that Huawei has basically achieved catch-up in overall technological caliber in both the two key technological fields, bu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core technological caliber. Furthermore, Huawei did better in emerging field than in traditional field on technological catch-up.
Key words: transition;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 Huawei; patent analysis
1 引言
后发企业追赶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后发国家企业如何构建最低必要技术知识库或基本技术能力，用以生产制造以及从事简单的创新活动[1-3]。相反，战略管理流派的兴趣点在于发达国家的创新型企业如何维持、培育和升级自己的核心或动态能力[4-5]。然而，近二十年来的实践经验以及一些研究表明，来自后发国家（例如韩国、巴西、中国等）的一批优秀企业正在逼近技术创新前沿，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已经达到前沿，他们正在经历由技术跟随型追赶者向创新引领型领导者的“转型过程”[6-8]。换句话说，这些企业也在初次构建自身独有的核心或战略创新能力[9-11]。遗憾的是，目前后发追赶和战略管理两大流派都鲜有对后发企业转型过程的研究。我们认为，转型研究的第一步是判别后发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趋向技术领先，即在转型背景下考量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绩效，本文试图为此提供合理的衡量框架和方法。
后发企业在转型中不仅要使创新总量具备规模，更重要的是逐步形成独特的核心技术优势，这一点是评价后发企业转型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本文将从总体技术能力和核心技术能力两个方面考察转型期企业的技术追赶，并结合华为公司的转型过程进行实证探索。通过专利分析，首先理清华为的目标转型领域，进而量化华为在具体领域中两种技术能力的追赶绩效。同时辅以大量文献资料研究，深刻揭示绩效发生的背景。
2 文献回顾
2.1 技术追赶绩效
已有文献对技术追赶绩效的衡量大都是通过定性方式粗略获得，即根据后发企业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来辨别和比较其追赶绩效[1-3,7,12-43]。比如，基于韩国崛起经验，Kim（1997）提出了经典的“逆产品生命周期追赶模型”，将技术追赶绩效蕴藏于后发企业三个追赶阶段间的转换：从简单模仿过渡到创造性模仿，再到创新[2]。另外两种后发企业追赶路径，“OEM-ODM-OBM”[3]以及“装配-低技术部件开发-高技术部件开发-产品设计-创造新产品概念” [12]同样反映出技术追赶的绩效。还有一类研究利用企业技术能力的阶段式演进表征技术追赶绩效，代表性研究包括Bell和Pavitt(1995) [1]、Choung等（2000）[7]、Chuang（2014）[13]等。其中，Bell和Pavitt(1995)基于企业创新活动的类型，认为后发企业的技术能力积累是从常规生产能力开始，进而逐步经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的创新能力，而这种技术能力层次的提升对应于企业的技术追赶绩效[1]。Bell和Pavitt的分类框架被后续实证研究广泛借鉴、调整并运用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的定性度量[6,10,14-15]。
关于技术追赶绩效的定量研究十分少见，仅有的一些相关文献是设计专利指标对比后发者与领先者在连续时间窗口内的指标值。譬如，Joo和Lee (2010)使用申请数量、被引频次、科技关联度等多个专利指标从不同维度检验了三星20多年来在技术上追赶索尼的绩效[16]。这类研究为量化技术追赶绩效提供了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法，但缺陷在于对专利指标的选取存在随意性，缺乏系统的理论视角。因此，本文将紧紧围绕企业转型阶段的创新活动特征设计专利指标。
2.2 转型阶段追赶：从追随到领先
现有关于后发者追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追赶的早前阶段，也就是后发企业如何获取最低必要知识以立足市场。然而，对追赶的后续阶段——转型过程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相关文献贫乏且较为离散，大部分是针对典型企业的探索型案例研究。Dutrénit（2000）以一家墨西哥公司为例，从知识管理的视角解释其转型失败的原因，即转型中的企业往往在各技术领域和组织单元间知识分布不均衡，以致阻碍了知识的整合和创造过程[6]。Choung等（2000）探讨了三家韩国半导体企业转型阶段技术创新的方向、速度与内容[7]。Hobday等（2004）聚焦于转型期后发企业所面临的“战略窘境（strategic dilemma）”挑战：是继续跟踪模仿在位企业并依赖自己擅用的低成本竞争模式去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还是尝试以全球领导者的姿态部署内部研发并推出自主创新的前沿产品？通过对韩国企业的实证研究，他们认为战略窘境观是一种误解和过分简化，因为这些企业的产品往往是包含领先、跟随和后发三种市场地位的组合，相应的公司创新战略也应随产品态势而定[8]。以台湾电子企业为案例，Chuang和Hobday（2013）指出吸收能力是后发企业由技术跟随向前沿创新转型的关键动力机制[11]，而Chuang（2014）继续从外部知识吸收与内部知识积累协同演进的角度揭示企业转型的动力机制[13]。
综观这一领域，前人研究鲜有涉及，但却亟需关注的议题是如何评估后发企业在转型中究竟多大程度上趋于领先。江诗松等（2012）认为这一问题可转化为研究转型期后发企业产品组合的追赶和转型比例[17]。而本文侧重技术追赶，认为后发企业向技术前沿的转型既包括技术整体水平方面的追赶，还要求核心技术的积累，这两种技术能力的追赶绩效将共同决定转型效果。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华为公司成立于1987年，目前是中国最大、全球领先的电信设备制造商。长期以来，华为充当着中国通信产业追赶的排头兵，是一家典型的转型中后发企业。从两万元人民币创业起家到营业收入将近400亿美元
，华为的市场追赶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两大阶段：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紧跟跨国通信巨头，以中国本土市场为立足点逐渐站稳脚跟；2000年以后战略重心向海外转移，在全球市场上全面赶超国际领导企业，这一阶段也就是华为从追赶到领先的转型阶段。另外，我们选择老牌电信巨头，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引领全球通信行业发展的领航者作为华为追赶的标杆，包括思科、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阿尔卡特朗讯（下文简称“阿朗”）
和北电网络。
企业发明专利数据（2001-2012年）采自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专利被广泛认可为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或能力的有效指标，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18-20]。此外，以专利为载体的创新能力实际上是在企业研发活动进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方显现的[21]，对后发企业而言恰好对应于转型阶段。基于此，华为开始申请美国专利的初始年（2001）被作为其转型期的开端。之所以选用美国专利，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之于其他专利局，USPTO的专利授权门槛相对较高，整体上代表更高水平的技术创新[22]。当追赶企业正朝着技术领先转型时，美国专利产出无疑更能体现其创新能力。第二，USPTO数据库日趋成为创新评价的国际标准数据源之一，利于跨国间比较[20]。第三，美国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电信市场，美国专利信息是反映世界电信技术创新成果的最佳可用来源[23]。其他数据来源包含行业性调研报告、权威媒体报道、公司官网及华为内部资料，特别囊括华为创始人兼董事长任正非的公司内部讲话共计50余篇。
3.2 研究方法
研究流程分为两步：第一，明确转型期企业技术追赶的目标领域及其调整。这一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转型阶段企业知识库的重要结构特征是在各个技术（产品）领域间知识分布（强弱优势）不均衡[6,8,10]，所以企业向创新前沿的逼近是首先围绕某些特定的战略领域进行。第二，从总体技术能力和核心技术能力两个方面，考察企业在具体技术领域的追赶过程及绩效。
3.2.1 转型领域的确定
Yayavaram和Ahuja（2008）将知识库视为由作为节点的知识元素（knowledge elements）及其间的关系构成的网络[24]。通过对企业知识库网络结构的中心性分析，可以找到其技术布局的重点，即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节点是企业发展的优先领域。参考Yayavaram和Ahuja（2008）[24]、刘岩和蔡虹（2011）[25]等前人研究，我们利用专利分类间的关联关系来可视化知识结构。具体来讲，采用专利的国际专利分类（IPC）等级中的大类来表示技术领域（网络节点），如果一个专利隶属于多个IPC大类，则说明这些IPCs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网络的边）。下面我们将介绍拟使用的两种中心性指标：图的中心势和点的度数中心度。考虑到网络规模影响，这里涉及的均是相对中心性。
中心度测量的是个体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权力[26]，节点i的度数中心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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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1, 2,…, n，是与节点i直接相连的点数，也就是i的绝对中心度。知识网络节点的度数中心度大小反映各技术领域（IPC）在企业技术组合中的权力和地位高低。
中心势测量的是一个图在多大程度上围绕某个或某些特殊点建构起来[26]。计算公式如下：

[image: image3.wmf](

)

(

)

ú

û

ù

ê

ë

é

-

÷

ø

ö

ç

è

æ

-

=

å

å

=

=

n

i

i

n

i

i

C

C

C

C

C

1

max

1

max

max

/


式中
[image: image4.wmf]max

C

为网络中节点绝对中心度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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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点i的绝对中心度；ｎ为所有节点数。企业知识网络中心势值越高，表示其知识分布越趋向于朝某个领域集中。
3.2.2 转型期技术追赶的维度
转型阶段的后发企业致力于从追赶步入领先，这一质变过程中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战略领域构建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企业技术追赶分为总体技术能力与核心技术能力两个维度的追赶，并分别采用专利指标测度。鉴于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技术活动以知识创造为主[7]，总体技术能力指标采用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而核心技术能力则用企业掌控高质量专利的数量，及这些专利产生的创新影响力衡量。所谓高质量专利是指某一技术领域的行业重要或基本专利（以下称之为“种子专利”）。电信技术以累积性和相互依赖性为特点[27-28]，企业更倾向于迅速将自身核心技术申请专利，用以作为与其他企业谈判交易的筹码[22,29]。因此，种子专利非常适合体现电信相关核心技术。
种子专利根据专利被引频次辨识，因为被引是反映专利质量和创新影响力的首要指标，并且与专利价值密切相关，这一论点已在所有讨论专利价值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得到支持[30]。种子专利的辨识与计数过程如下：首先，针对具体技术领域，将样本企业所有专利按申请年分组。其次，计算各组专利被引频次的均值和标准差。由于组内是同年龄专利，专利被引几率受专利公开时间的干扰也随之减轻[31-32]。进而，如果组内某些专利的被引频次大于等于群组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该组阈值），我们认定其为种子专利。最后，统计各企业每年占有的种子专利数量，并用种子专利被引频次总和表征其产生的影响力。
4 转型领域的识别
使用UCINET软件对华为知识基网络进行中心性分析，同时选择三家典型的领先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思科、阿朗作为对比。为减轻技术环境每年变化给企业选择带来的噪声，研究时期被分为2001-2003（P1）、2004-2006（P2）、2007-2009（P3）和2010-2012（P4）四个子时段。表1展示了样本企业每一子时期的知识网络中心势指数以及中心度值前六位的技术领域。
表1 样本企业的中心势指数及其中心度前六位的技术领域
	
	华为
	爱立信
	思科
	阿朗

	2001-2003
	N=27，C=0.41
	N=96，C=0.32
	N=68，C=0.36
	N=45，C=0.54

	
	H04L(0.50)
	H04B(0.38)
	G06F(0.42)
	H04B(0.64)

	
	H04B(0.46)
	H04M(0.32)
	H04L(0.39)
	G06F(0.55)

	
	H04J(0.31)
	H04L(0.29)
	H04J(0.31)
	H04L(0.52)

	
	H03L(0.19)
	G06F(0.29)
	H04B(0.30)
	H04J(0.39)

	
	H04K(0.19)
	H04J(0.20)
	H04M(0.24)
	H04Q(0.25)

	
	H04Q(0.15)
	H04Q(0.18)
	H04Q(0.18)
	G01R(0.20)

	2004-2006
	N=28，C=0.41
	N=85，C=0.31
	N=67,C=0.42
	N=39，C=0.61

	
	H04L(0.52)
	G06F(0.37)
	G06F(0.50)
	G06F(0.74)

	
	G06F(0.41)
	H04M(0.36)
	H04L(0.41)
	H04B(0.55)

	
	H04B(0.41)
	H04B(0.29)
	H04J(0.36)
	H04L(0.53)

	
	H04J(0.33)
	H04L(0.29)
	G01R(0.30)
	H04J(0.42)

	
	H04M(0.33)
	H04W(0.25)
	H04N(0.29)
	H04M(0.37)

	
	G01R(0.30)
	H04J(0.23)
	G08C(0.27)
	H04W(0.29)

	2007-2009
	N=42，C=0.34
	N=87,C=0.33
	N=65,C=0.38
	N=93,C=0.21

	
	H04B(0.44)
	G06F(0.38)
	G06F(0.44)
	G06F(0.24)

	
	H04L(0.41)
	H04M(0.37)
	H04L(0.36)
	H04B(0.18)

	
	G06F(0.34)
	H04B(0.35)
	H04B(0.36)
	H04L(0.17)

	
	H04J(0.32)
	H04L(0.31)
	H04M(0.34)
	H04M(0.15)

	
	H04M(0.29)
	H04W(0.20)
	H04N(0.31)
	H04J(0.14)

	
	H04W(0.27)
	H04J(0.20)
	H04J(0.25)
	H04W(0.12)

	2010-2012
	N=66，C=0.31
	N=60,C=0.36
	N=55，C=0.41
	N=73，C=0.23

	
	G06F(0.37)
	H04B(0.42)
	G06F(0.46)
	G06F(0.26)

	
	H04B(0.35)
	G06F(0.37)
	H04L(0.37)
	H04L(0.18)

	
	H04L(0.35)
	H04W(0.27)
	H04J(0.26)
	G02B(0.15)

	
	H04W(0.25)
	H04L(0.27)
	H04N(0.24)
	H04W(0.13)

	
	H04N(0.25)
	H04J(0.24)
	G01R(0.22)
	H04J(0.13)

	
	H04J(0.20)
	G01R(0.22)
	H04W(0.19)
	H04B(0.13)


    注：N为网络节点个数，C表示网络中心势指数。
纵观中心势指数变化，相对于P1、P2时期，华为在P3、P4的知识分布呈分散化趋势，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其知识网络边界的扩张（N剧增）。此外，最高中心度值的整体下降也意味着华为对单一领域的依赖程度极大削弱。知识网络的这种延展与均衡化无疑支持了华为产品的多元化进程，众所周知，华为由早先专注程控交换机，不断向移动通信（3G和4G）、数据通信、光纤通信、移动终端等电信产品频谱中多点开花。具体到技术布局的重点领域，数据通信（H04L）、传输（H04B）、多路复用通信（H04J）和电数字数据处理（G06F）连续位列华为中心度值前五位，并且这些领域同样也处于先入企业知识网络的中心位置，说明华为技术追赶的战略方向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从P3起无线通信网络（H04W）技术在各企业知识网络中的地位突显，印证出以3G、4G为代表的新一代无线通信正在成为电信设备商技术布局的热点和战略制高点。
综上之，华为转型的战略性领域包括H04L、H04B、H04J和G06F，以及新兴的H04W。根据IPC指代内容做进一步分析，并结合WIPO（2008）[33]、Archontopoulos等（2007）[34]、Sternitzke（2009）[35]对IPC所属行业的配对，本文认为数据通信（H04L）和无线通信（H04W）作为现代基础通信技术的两大重要分支，分别代表着传统与新兴技术领域，是华为在电信行业转型的关键突破领域。由表1可见，H04L一直是思科知识网络中的重中之重，而爱立信率先着力布局H04W，契合二者分别在数据通信与移动通信的市场引领地位，也揭示出华为在这两个技术领域的终极追赶对象。接下来，我们将从总体技术能力与核心技术能力两个维度，考察华为分别在H04L和H04W的技术追赶绩效。
5 重点领域的技术追赶绩效
选择华为追赶目标时，为了使比较更加全面，在上述思科和爱立信基础上增加其他先入企业。参考Fan（2006，2010）对全球电信制造业子领域的企业领导力排名[36-37]，最终将思科、瞻博（Juniper）、阿朗和北电网络视为华为在数据通信（H04L）领域的追赶对象，而无线通信（H04W）领域的标杆是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和阿朗。
5.1 总体技术能力追赶
为了反映总体技术能力追赶，图1显示了华为与先入企业每年在H04L和H04W的专利申请数量。如图1a，在H04L领域，华为转型期伊始（2001-2003年）的年均专利申请量远远落后于在位者，甚至不足思科的5%，不过一直稳步上升。2006年华为超越北电网络，之后便与瞻博并驾齐驱，于2009年取代阿朗。从全局看，思科在数据通信技术总体方面的能力与其市场地位一样遥遥领先，尤其是在2001到2008年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然而，从2009年起被华为逐渐逼近，并最终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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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华为与相关在位企业在H04L的年专利申请数量；（b）华为与相关在位企业在H04W的年专利申请数量
在H04W领域（图1b），华为专利申请的启动（2003年）与其大举开拓全球3G市场同步，从2007年开始依次赶超阿朗、摩托罗拉等在位者。移动通信市场的领军企业爱立信不出意外地成为无线技术的头号专利大户，但2011年被华为迎头赶上。相比于H04L，华为在H04W的专利数量追赶有两点现象值得注意。第一，由专利增长趋势可以看出，华为在H04W的追赶势头更为激进，尤其是2008年后，当领先企业均呈现颓势的时候，华为依然保持强势。这一显著表现与华为2000年起持续在3G WCDMA、4G LTE等前沿无线产品进行重点研发投入密切相关。第二，华为在H04W启动追赶时的相对专利弱势没有在H04L那么明显，说明新兴领域对后来者设置的技术壁垒要低于传统领域。
不难发现，无论是在传统的H04L，还是在新兴的H04W，华为的年专利产出都已从行业垫底发展到行业领跑，意味着其总体技术能力已经成功实现追赶，达到业内领先。总体技术能力的追赶，为华为突破国际市场技术壁垒铺平了道路。2000年后华为的国际化进程走向成熟阶段[38]，此时单靠模仿和低成本竞争已经无法打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正如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在一篇内部文章中敏锐地指出，“专利是国际市场的入门券，没有它，高科技产品就难以卖到国际市场。”为了破解来自世界通信巨头的知识产权封锁，华为内部发起技术攻坚战，使得自身技术总体水平大幅提升，专利产出随之急剧增加。然而，追赶者若想转型为名副其实的创新领导者，除了形成创新规模产出之外，还必须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上掌握话语权。下文我们将着重讨论华为的核心技术能力追赶绩效。
5.2 核心技术能力追赶
表2列出了H04L和H04W内甄选样本企业种子专利的被引频次阈值，而华为与领先企业每年所持有的种子专利份额如图2所示。由于近几年所更新专利的被引频次可能严重不完整，因此本部分专利分析截止到2010年。
表2 H04L与H04W领域各自选定种子专利的阈值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H04L
	30
	32
	18
	11
	8
	6
	5
	8
	6
	2

	H04W
	/
	/
	8
	9
	8
	9
	7
	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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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华为与相关在位企业在H04L持有的种子专利份额；（b）华为与相关在位企业在H04W持有的种子专利份额
从图2a可见，华为在H04L直到2006年才开始拥有种子专利，之后三年每年持有份额均没突破10%，2010年发展到接近20%，但是仍明显落后于思科和瞻博。H04W（图2b）中，华为2008年以前都没能产出种子专利，不过此后快速增持，2010年占据了30%的份额，终于首次超越爱立信、诺基亚等领先企业。综观两大领域，华为核心技术能力的显现已是在2006年以后，这一研究发现对应了华为高层2006年底在公司内刊《华为人》上做的尖锐自我批评：“华为过去18年里每年坚持销售收入10%以上的研发投入，经过18年的艰苦奋斗，迄今为止却没有一项原创性发明”。我们进一步通过种子专利总被引频次的对比，追踪华为核心技术的创新影响力追赶，如下表3。可见，在种子专利被引频次方面，华为的追赶进度与其在种子专利持有量上的表现基本一致，不同的是追赶绩效相对略差。
表3 样本企业各年种子专利的被引频次总和（标准化后）
	
	H04L
	H04W

	
	华为
	思科
	瞻博
	北电
	阿朗
	华为
	爱立信
	摩托
	诺基亚
	阿朗

	2006
	0.29 
	1.00 
	0.55 
	0.19 
	0.17 
	
	
	
	
	

	2007
	0.22 
	1.00 
	0.69 
	0.28 
	0.25 
	
	
	
	
	

	2008
	0.00 
	0.30 
	1.00 
	0.00 
	0.44 
	0.18
	0.96
	1.00
	0.63
	0.26

	2009
	0.14 
	0.55 
	1.00 
	0.03 
	0.04 
	0.54
	1.00
	0.81
	0.70
	0.24

	2010
	0.39 
	0.69 
	1.00 
	0.00 
	0.10 
	1.00
	1.00
	0.47
	0.97
	0.83


    注：将每一年的原始值除以当年最大值以标准化。
华为90年代中期进入数据通信（H04L）领域，虽然已耕耘十多年，但掌握的核心技术依然与思科和瞻博差距悬殊，且技术影响力有限。众所周知，华为的创新活动一直难以得到领跑者思科的认同，即使其总体技术能力已然后来居上。思科执行副总Rob Lloyd在2012年公司财报会议上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华为是在模仿而非创新。这里我们似乎能给出支持思科立场的理由，即华为的软肋是在H04L长期缺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核心技术。另外，从种子专利持有量及产生影响来看，近年来H04L关键技术的绝对掌控者正在由思科转为瞻博，这种行业创新竞争格局的变化，应当引起后发者华为的足够重视。
华为2000年后涉足新一代移动通信（H04W），尽管核心技术发力相对较晚，不过到2010年种子专利的产出及影响力就已双双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虽然仅依据一年的突出表现还难以断言华为的核心技术能力已经独占鳌头，但是其三年内稳定的提升趋势至少告诉我们，华为正在快速培育无线技术的战略竞争力。可以推测，正是在核心技术能力与总体技术能力的双轮驱动下，华为才得以在4G时代的全球移动网络市场建立显著竞争优势及领先地位
。特别地，同总体技术追赶类似，华为在H04W的核心技术追赶绩效也优于H04L。
核心技术能力的初步构建，预示着华为向创新领导者的转型取得实质性推进。然而，虽然在核心技术上已有所起色，但就追赶而言仍显缓慢，华为多年来跟思科、爱立信等领导者之间的累积差距不容忽视，尤其是在传统的数据通信领域尚存瓶颈亟需打破。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能佐证华为转型过程的技术策略：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华为一方面通过购买技术和支付专利使用费的方式，保证自有产品准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则利用总体技术能力有效弥补，具体表现为，围绕领先者的关键技术成果，迅速进行各种外围改进和集成，再迂回申请大量应用型专利用以和其他厂商交易。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聚焦于华为由追赶向领先的转型过程，从总体技术能力和核心技术能力两个维度，考察了华为在具体技术领域的追赶绩效，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华为的技术追赶集中在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尤其是两大电信相关领域数据通信（H04L）和无线通信（H04W）。第二，华为在H04L与H04W的总体技术能力已经基本实现赶超，但核心技术积累相对较慢，这意味着华为未来的转型程度将取决于核心技术能力的追赶绩效。第三，无论是总体技术能力还是核心技术能力，华为在新兴技术领域的追赶绩效都要优于传统领域。这一发现从核心技术追赶角度深化了技术跃进理论的观点，即新兴技术的出现能够为后发企业跨越式追赶提供机会窗口[39-41]。
本研究结果对加速后发高技术企业转型有着重要实践启示。首先，对于已经具备初始技术能力，甚至接近技术前沿的后发企业来说，应该清醒认识到核心技术能力欠缺是制约转型的瓶颈。这一阶段的企业若想蜕变为行业的全球领导者，就需要敢于适当舍弃眼前的蝇头小利，坚持以培育和积累自身的核心技术竞争优势为战略主线。其次，后发企业要善于利用新兴技术涌现带来的机会去进行战略性研发投入，助推核心技术的跳跃式追赶。例如，5G可能是推动华为转型的下一个“风口”。最后，对于后发国家政府部门而言，要特别结合本国企业的转型程度制定科技政策，致力于营造利于产生行业关键技术的产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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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2013年销售收入395亿美元，在收入规模上首次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商。


� 阿尔卡特朗讯公司是2006年由老牌电信设备供应商阿尔卡特和另一家著名电信设备商朗讯合并而成，因此本文中的阿朗在2006年以前实际上指代阿尔卡特公司，后文不再赘述。


� 截至2013年年底，全球共有244张LTE网络投入商用，其中华为协助开通了110张，位居业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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